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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效验视域下的理学文化与朱陆异同

卢　 金　 名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摘　 要:由于理学要求将天道价值下贯至人事,以保证人事活动具有天道品质,因此理学必须以贯通本体

的内圣工夫为前提,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外王事业。 但是理学的工夫论由于吸收了类似于宗教式的修身方

式,在实际上造成了经世致用的紧张。 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的不同进学方法,实际上在

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这个问题。 朱、陆之异非只关涉内在学理上的不同,亦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考量上,二人

有着路线上的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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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作为经世显学,基本的致思理路,就是修

己以安人。 修己,开启了个体人格通向内圣之域;
安人,意味着由内圣境界转换至对外王事业的实

现。 这里,修己与安人的关系,表现为修己是安人

的基础与前提。 《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便直接地道出儒家学术

的基本理路,那就是由修身出发是可以产生治国

平天下的效验的,而且只有从修身出发,才能够做

到治国平天下,因为修身是本,治国是末。 儒家的

这个运思逻辑,在宋明时期得到了强化。 程颐提

出“把天人统一于道,认为道普遍适用于自然与

社会,统摄社会与自然” [1]44,认为学者必须从修

身出发,不然难有经世之用,还会有迷失自我的危

险:“古之学者为己而成物,今之学者为人而丧

己。” [2]1197 事实上,理学家空前的政治自信和经纶

天下以回向三代的抱负,也是以在“为己之学”上
的探幽入微为根本的。 宋明时期的理学文化里,
修身上的核心表现就是发展出了具有理学特色的

建立天道与人事相贯通的工夫论。 学者离开工夫

修养,是难以将天道价值的理论预设转化为现实

效验的。 工夫修养的目的,就是使天道性命的义

理下贯至人事上,既使人的现实活动符合儒家的

伦理要求,又赋予儒家倡导的社会生活规范以天

道高度的神圣性,以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 但是,
在如何从工夫修养入手以产生外在效验的路径选

择上,理学内部是存在分歧的。 譬如,朱熹与陆九

渊就有着根本的不同。 不同的致思理路当然有着

更深刻的内在学理之分歧,但在政治意义上,实已

表现出不同的经世路径取向。 对这种歧异进行分

析,将有助于研究理学文化在如何展开内圣外王

事业上的多样化型态。

　 　 一、理学思维中的工夫———效验取径

　 　 事实上,理学在政治文化上开始真正发挥影

响力,是在熙宁变法以后。 现实的王权政治与决

策层带给二程、张载等十分痛苦的行道体验,才使

他们深刻地觉知到,要建构关于理学的文化理论

体系,以改造社会。 但是,理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与

思辩逻辑,则一开始就是根植在理学文化的源头

上的。 譬如,理学文化中的工夫———效验取径,在
对宋明理学有开明破暗之功的周敦颐那里就有明

显的体现。
　 　 周敦颐不但在本体论层面给出“太极‘贯通’
天地之理,亦在实践层面(具体感悟)‘开出’贯通

之途径,其途径归根结底在于诚。” [1]145 他认为

“‘诚’不但是圣人之本,更是造就生命化育之根

基” [1]145。 他在《通书》中言:“诚者,圣人之本。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乾道变化,各正

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3]12“圣,诚而已

矣。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静无而动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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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而明达也。 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
诚则无事矣。” [3]14 《太极图说》中言:“无极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气

交感,化生万物。 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唯人

也得其秀而最灵。 形既生矣,神发知矣。 五性感

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

主静,立人极焉。” [3]4-6 “周敦颐‘立人极’的目的

就是要张扬与天地并生的‘圣人’。 而圣人是人

类的道德精神、生命意识的象征,能与天地造化生

生之德相比育,甚至还能育万物,因而有着超道德

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生态)。” [1]42-43 在

周敦颐的思想世界中,万事万物都有最终的形而

上之根据,作为现实世界的立法者,是一种真实存

在,也是价值的本源。 这个价值是最值得追求的,
是儒家伦理的依据。 但是,人需要通过“静”的修

养方能与其贯通,使其价值在自身显现出来,这样

才能立人极,塑造出“中正仁义”的君子人格。 正

如《爱莲说》中说的莲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
远益清,亭亭净植” [3]51,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

“中通”,正譬喻人内在地与形上本质贯通为一,
这就需要做修养工夫了。 可见,工夫正是使天道

价值的理论构想转化为当下事实的关键,工夫做

到了,才能显示出蕴含在自我之中的“无极之真”
的效验来,才能在现实中践行仁义礼智。
　 　 二程、张载也都很重视工夫问题。 张载从复

归天性言工夫,从气质变化言效验,由此将天地之

性与客观人事结合起来,塑造人的心理、行为以合

乎伦理规范。 此路径,在根本取向上与周敦颐是

相似的,只是在表述上转换为气学的话语模式。
当然,在政治文化上使工夫效验问题凸显出来的,
则首推二程。 二程“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性,
并把性与天和心联系起来” [1]44,他们继承周敦颐

重视工夫的为学方法,而作为万事万物终极依据

的“诚”,在他们那里的表述更为丰富。 程颐说

道:“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

心,其实一也。” [2]204自然,二程的工夫论也就是为

了贯通这个“一”,或谓之“命”,或谓之“理”,或
谓之“性”,或谓之“心”。 论其实然,与周敦颐并

无本质不同。 程颢在《定性书》和《识仁篇》中较

为详细地描述了做工夫与所产生的效验。 《定性

书》专一讨论了“定”的问题,而“定”可以视为贯

通“性”的途径和方法。 若无这个工夫,就不能与

自我的本质贯通,就不能突显出源自本然的德性: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

而用智。 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

以明觉为自然。” [2]460 若有这个工夫,则是贯通自

我本性的圣人境界:“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

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2]460

从程颢的论说可以看出,工夫修养在作为实现儒

家伦理价值之路径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人的存在

方式,包括看待世界的态度、思维的方式以及行为

处事的方式。 《识仁篇》则进一步论述了工夫修

养所带来的精神境界。 程颢说道:“学者须先识

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 理有未得,
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
‘大’不足以明之。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2]16-17

“仁”在这里指万物的形上本质,正是实存着的

“诚”之本体。 “识仁”即是“定性”,而识仁后的

境界,即是在形上本源上与天地万物贯通为一,
“浑然与物同体”,所谓“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
不分别” [2]20。
　 　 也由于有这种在工夫修养基础上的精神境

界,二程大力批判了王安石对“道”的论述。 “或
问:‘介甫有言,尽人道谓之仁,尽天道谓之圣。’
子曰:‘言乎一事,必分为二,介甫之学也。 道一

也,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 以天人为二,非道

也。’” [2]1170 二程认为王安石没有一种能够亲切

体认道的精神境界,推而言之,自然会认为其学问

不能从道的角度一以贯之,没有一个总持。 程颐

曾记载程颢与杨时论王安石学问:“介甫之学,大
抵支离。 伯淳曾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

以通之。” [2]28 二程指出王安石的学问过于支离,
是认为王安石只是在研究具体的一事一物的道

理,属于一般性的求知,落于“私心私智”,在伦理

上缺少本源性的价值依据。 这已是在本体论角度

对王安石的学术进行的否定。 本体论上的分歧,
代表着学术上的深度分歧,然而这只是潜在地存

在的,属于隐的方面。 由工夫———效验的角度来

看,二程与王安石的分歧更在于显的一面,即由于

没有二程那样的工夫和精神境界,王安石无法在

现实中表现出天道本体的德性。 投射到具体的政

治实践上,就体现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经世致用的

表现。 其内在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在二程的视角

下,王安石的经世致用,缺少来自天道本源的真实

观照,不能够真正符合儒家的伦理要求,是一种无

足够品质的“用”。 作为熙宁变法的主将,且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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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信任,王安石实乃政治上的当权者,左右着行

政上的规划实践。 而二程的批判,则意味着对王

安石在政治层面上的否定。

　 　 二、工夫修养与经世致用

　 　 但是为了保证人们的“用”是有形上本体赋

予合法性的、有足够品质的用,从而在现实中能够

真正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进行具体的生活实

践、政治实践,理学又内在地要求必须进行这样一

个迂回,即首先以工夫修养为前提,然后方能真正

开始外王的功业。 这样一来,对信仰理学的人来

说,要比以往的儒者更加“任重而道远”。 理学在

宋代兴起,原本是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指向的,
其本质的要求就是济世、革新社会秩序。 因此,在
发挥人的主体功用上,理学家们本是积极的。 周

敦颐曾说:“《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 无思,本
也;思通,用也。 ……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

机也。 《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

曰:‘知几,其神乎!’” [3]20-21 显然,这是在鼓励人

们来发挥自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来参与到具体

的事务当中。 理学既有着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关

怀,同时又为体悟天道而进行佛教、道教那样的宗

教式的工夫修养,在内容上已是两种事业的综合。
二程原本也是极力主张改革的,其对儒学发挥治

世效用有着强烈期望。 然而,他们被王安石视为

“如上壁”般的工夫诉求和修养方式,着实使得理

学系统内存在了一个不易克服的张力。 理学也由

于嵌入了类似于宗教式的工夫修养,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自身的论学方式,造成了在经世致用上

的紧张。
　 　 程颢论“定”曰:“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
无将迎,无内外。” [2]460 其对“定”的论述极其辩

证,直追禅宗的定慧工夫论。 而其“与物同体”与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的阐述,更是比肩于佛教

修行者所追求的“真妄物我,举一全收” [4]55 的境

界。 自然,他所论之境界,是需要一番求索与努力

方可达到,犹如佛教徒之修行有一过程。 《二程

外书》记载谢良佐对二程之见闻:“谢显道习举

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 明

道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
故其学心口不相应。 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
静坐’。” [2]432 与程颢一样,程颐亦重视静坐的工

夫:“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2]432 如此一

来就不免给人一种印象,即“二程以静坐教谢良

佐,实际这是佛教坐禅论的翻版” [5]161。 当然,二
程之工夫途径远比静坐宽泛。 程颢有观察外界生

命现象的爱好,曾观雏鸡、窗前草以及池盆中之小

鱼以求识仁。 而程颐之进学又更加宽泛,即透过

种种人事物用来穷致天理。 他说:“凡一物上有

一理,须是穷致其理。” [2]188 “凡眼前无非是物,物
物皆有理。 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

父子间,皆是理。” [2]247 “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妥然自有贯通处。” [2]193

程颐的最终目的是求一个贯通处,一物上的理源

自根本的理,体现着根本的理,而格物的过程就是

“从个别事物的理上升到普遍天理的认识” [6]89。
以外物为中介进而明了天道性命之本源,这种进

学方式在禅宗也有踪迹可循。 唐朝志勤禅师,学
习禅宗很久没有契悟,却在一次看到桃花后获得

了深刻的领悟。 对此,沩山禅师评价道:“从缘悟

达,永无退失。” [7]239 从这个例子来看,程颐的格

物寻一个贯通处,与佛教的贯通宇宙人生的本然

是类似的。 用程颢的话说,就是寻找一个所以然,
“所以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 [2]33。 比较而言,理
学更加重视生活伦理,其与佛教的不同是在理论

上建立了一种糅合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与经世目的

的心性论,而在实际上,则是要践行佛教的工夫路

径,并将其产生的效验带入现实生活、政治实践中

去。 陆九渊说:“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
体,皆主于经世。” [8]17 这实际上透露了宋明新儒

学在宗教体验和关注现实上的双重跨度。 王阳明

的弟子王龙溪更是一语道破:“吾儒之学与禅学、
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 [9]251

　 　 理学重视天道性理的效验,一定程度上继承

了类似宗教式的工夫修养方式,便不得不受其一

定的牵制。 如程颐本人尽管有机会步入仕途,却
一直拒绝出仕,直到五十多岁方被推举而做了哲

宗皇帝的老师。 按他自己的解释是:“自以为学

不足,不愿仕也。” [2]338 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他担忧

自己工夫学养不够精熟,不足以达到三代圣人的

标准,而选择不草率地进入政治实践。 由此可见,
以工夫论为前提的经世致用带来的内圣外王之间

的课题是沉重的,这一点在后续理学的展开中必

然要产生长久和巨大的影响。 在二程理学中,进
行工夫修养,以获得天道性理的效验成为合法的

经世致用的先决条件。 由于儒学最直接的诉求在

于后者,而理学所追求的伦理价值之保证在于前

者,那么如何更有效率地明体达用,就成为了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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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们的重要关注。 甚至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化

解之道,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理学内部的分野。

　 　 三、朱、陆工夫论与政治意义

　 　 二程之后的理学家延续了由内圣至外王的迂

回路线,很大程度上和熙宁变法的失败与二程对

王安石学术的严厉批判有关。 二程门人直至南宋

的朱熹、陆九渊、张栻等都对王安石有诸多批评。
朱熹说道:“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

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 [10]2351 陆九渊说

道:“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弘志笃,适足以败

天下。” [8]177 归根结底,在于南宋理学家延续了二

程的见解,认为王安石没有对天道性理有真切的

领悟,在这种状况下展开的政治实践反而会适得

其反,产生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理学家们认

为,要想重建合理的政治秩序,免不了走一条扎扎

实实的“内圣”之路。 在朱熹看来,“生命的过程

不是简单求知的过程,而是一个气象培植的过程。
天赋人性,而人能弘道。” [1]46 朱熹讲:“今日人才

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 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
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 [10]2036 陆九渊道: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
人心也。 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
之本也。 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

矣。” [8]233 朱、陆二人总体的治学路线是一致的,
即由内圣而迂回到外王,因此他们又都必须做一

套工夫来获得效验以保证“内圣”之学的品质足

以导致“外王”的实现。 考虑到南宋朝廷的政局

和山河沦丧的现实,新儒学在工夫修养和经世致

用上的紧张势必会更加凸显。 这不仅从与朱、陆
同时的陈亮、叶适倡导事功思想可以反映出来,而
且也反映在理学内部如何缓解这一紧张态势的不

同途径上。
　 　 众所周知,朱、陆二人在进学方法上有很大的

分歧。 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兄弟

的争论集中体现在“易简工夫”和“支离事业”的
鲜明对立上,他们一个主张发明本心,简易直接,
“以尊德性为宗”,一个主张先泛观博览,格物穷

理,“以道问学为主”。 对于这次论争,黄宗羲讲

道:“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

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
如冰炭矣。 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
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

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

‘此其所以异耳’。 ……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

教,同宗孔、孟。 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

见仁, 知 者 见 知, 所 谓 ‘ 学 焉 而 得 其 性 之 所

近’。” [11]1885-1886 在弘扬儒学的初衷上,二人是一

致的,“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重建政

治秩序,但是何以在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先后问题

上,互不相让,争论如此激烈? 事实上,朱、陆进学

方法的不同关涉颇多,除主流观点认为二人于本

体论层面有差异之外,还隐晦地反映出二人对理

学内部的紧张有深切的认知,不过在为了实现理

学的整体构想上,采取了不同的由内圣至外王的

进路。
　 　 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这里的心指的是本心,
是宇宙实然在人之主体性的显现,心即是形上本

质之本身,有性理天道的高度,认识这个心即与宇

宙万物在形上层面贯通为一。 陆九渊将此表述

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
无非此理。” [8]423 “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 己分

内事,是宇宙内事。” [8]273 可以说,这与程颢的“浑
然与物同体”是一致的。 只不过,陆九渊更明确

地以主体性的心作为内圣修养的途径,也就是说

内圣的修养的方向更加明确地由依靠主体的先验

性和自足性,转向了主体自身。 他说:“孟子曰: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也。 此天之所以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

也。 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

焉。’此吾之本心也。” [8]5 主体本身就内含着天道

性理,在这个角度下,进行内圣修养的工夫显得简

便,只需要在自身认取本心,而不必进行繁琐的具

体德识的学习,陆九渊称之为“易简工夫”。 在工

夫是简单易行的情况下,先做工夫获取效验,以带

动外王事业的开展便自然是最正当的选择了。 因

此,陆九渊极力反对读书外寻,反对格物穷理,认
为若认识本心,“六经皆我注脚”。 有了这样的认

知,陆九渊化解内圣与外王之间紧张态势的路径,
就是先体认本心,做足内圣工夫,而后展开外王之

用。 他引用孟子的话说道:“‘先立乎大者,则其

小者不能夺也。’ 人惟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

夺,以叛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 [8]142 也正是

在这样的关乎实现理学总体构想的大考量、大方

向上,陆九渊是绝不能够认同朱熹的“泛观博览,
而后归之约”的穷理思路。 他批评为“夫苟本体

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 [11]1885。
当然,朱熹所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实现理学构想的

·33·



路径,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他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

批评的。
　 　 朱熹没有像陆九渊那样,把明理的途径紧缩在

只从主体下手一个角度,而是既重视居敬涵养,又
重视格物穷理。 朱熹同样重视与形上终极之理贯

通的境界,以获得最终极的效验。 他说:“至于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12]8 但是另一方

面,朱熹又认为,“一旦豁然贯通”的地步是不容易

达到的。 换句话说,获得最终的、最极致的天道效

验是极其困难的。 这个看法集中表现在朱熹对程

颢《定性书》中所讲的做工夫方法的疑惑不解以及

他对湖湘学派先察识本体的观点的批评。 他曾讨

论《定性书》:“‘明道《定性书》自胸中泻出,如有物

在后面逼逐他相似,皆写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谓

有造道之言。’曰:‘然。 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见一个

下手处。’” [10]1850 可见他认为,像程颢所讲的以“廓
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作为见道工夫对于初学者

本身就是难以企及的。 在《答胡广仲》第一书中,
他对湖湘学派先察识的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工夫

应该循序渐进。 他说道:“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

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
固已久矣。 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
以格物致知为始。 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曰

‘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

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13]1894-1895 朱熹认为内圣的工

夫不可没有阶次,因此,工夫必须从具体的人事中、
天理显现的细微处一步一步来做。 这样一来,似乎

会拉长内圣外王之间的时效,会加重理学内部构想

的紧张。 陆九渊看到这一点,他批评朱熹的工夫为

“支离”。 支离二字,曾被二程用来批判王安石,源
于他们认为王安石的学问缺乏源自天道本体的真

切观照。 朱熹与王安石是不同的,他的学说是十分

讲究普遍、终极之理的观照的。 他的论述是这样

的:“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 如为君须

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
而物物各具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10]298 朱

熹把理在具体事物上的体现表述为用处不同,即
“理之用不一”,而把理之分殊在本源上依然归结

为“一理之流行”。 推而广之,通过具体的格物,人
们可以在没有贯通究竟之理的时候明了究竟之理

所决定的个别之理,知道如何面对事物、对待事物,
在对具体事情的处理上,合情合理,没有伦理上的

偏失。 这样,既保证了道德学问含摄了天道本体的

价值基础,又为现实中即使不能完全体会普遍的、
终极的理,而依然不妨碍显发来自终极本源的价值

疏通了门路。 也就是说,朱熹为内圣境界的渐次深

入和外王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一个路径选择,伴随着

内圣工夫的不断提升和其产生的效验在外王事业

中不断显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内圣外王的

紧张关系。 这一点的确在程颐那里是有迹可循的,
但在朱熹这里更为明确。 在程颐那里,似乎更多地

将格物作为贯通根本之理的方法,而朱熹则确凿地

将外王的实现融入到格物的过程中了。 朱熹谈论

治学之道时说:“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

统也。” [10]107 又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
人伦、讲圣言、通事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

之间,此是何学问。” [13]1756 物物皆有天理可格,而
朱熹明确要将学问重点放在人伦世故上,其致力于

社会伦理、政治秩序的用心是极其明显的。 至此,
可以说朱熹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将外王的开展融汇

在工夫修养的深入之中。 《语类》卷十五云:“初间

‘欲明明德于天下’时,规模便要恁地了。 既有恁

地规模,当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有次序

功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

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只是就这规模恁地广开

去,如破竹相似,逐节恁地去。” [10]233 朱熹强调,在
做学问一开始,就应当观照整个的规模,他没有把

外王与内圣工夫分为先后不同的两个层次、两段任

务。 在“一旦豁然贯通”之前,格物致知是渐次深

入的,而其所产生的功效也是渐次铺陈开来,逐步

深入地推进到经世致用之中的,在内圣外王之间有

一种渐次展开的功效贯穿其中。 由此可见,朱熹主

张的先泛观博览、于每一物上穷理的致知之途,着
实关乎理学的大经大脉,自然会与陆九渊的思路难

以协调和达成一致。
　 　 朱、陆进学方法的不同,体现了新儒学内部在

实现相同的理想上所采取的两种不同途径。 一种

采取了先内圣而后外王的进路,而另一种采取的

是将外王的实现更多地融入到内圣的工夫修养进

程中去。 与二程相比,陆九渊继承了他们的先内

圣而后外王的路线,但在走向内圣之途上,更纯粹

地依凭在主体自足性上,朱熹则继承了理体现在

事事物物上的观点。 但在内圣外王之途上,明确

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推动外王的实现。 这两

种策略还体现在理学家、心学家对《大学》一书的

不同态度上。 如,朱熹认为《大学》缺失了格物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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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一章,因而自己补写了一段,以格物之内圣工夫

作为最基本的进学步骤。 但在学习经典问题上,
他又认为学者应“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 [10]186,
而不把专讲内圣工夫的《中庸》放在前边。 可以

说,朱熹有意识地将儒家的整体理想的实现贯穿

到整个进学过程中去。 对于朱熹的新本《大学》,
王阳明则持反对态度,提倡古本。 这在于他重视

诚意以明心之本体,不认为离此而有一个孤立的

格物致知的工夫。 他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
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 [14]270 又说:“是故至善

也者,心之本体也。” [14]271“至其本体之知,而动无

不善。 然 非 即 其 事 而 格 之, 则 亦 无 以 致 其

知。” [14]271“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
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 [14]271 王阳明虽教人即

事而格物,然重点在落脚于心之本体,其先悟明形

上本质,而后有“无不善”之效验的为学之径可谓

是清楚明白。 在阳明后学罗近溪看来,《中庸》与
《大学》都是直接传递了孔子本人的意旨的,但
《大学》更为成熟。 他把《中庸》看作孔子五十知

天命之后作,把《大学》看作孔子七十从心所欲而

不逾矩之后作,认为“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中庸》
之精 髓, 大 人 正 己 而 物 正 者, 《 大 学 》 之 规

模” [15]卷四,25。 显然,这里认为《大学》综括了修身

以至于经世的整个体系。 同样认为《大学》有定

规模的作用,但与朱熹不同,罗近溪认为读书次序

当先读《中庸》而后《大学》,传递出了他侧重先做

足内圣工夫而后展开外王事业的观点。 王阳明、
罗近溪与朱熹虽都极其看中《大学》,但他们对

《大学》态度的不同,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

工夫———效验的诉求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结语

　 　 儒学在宋明时期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佛教精

微的心性义理以及经世致用层面之缺失的双重反

思之上的。 因此,新的儒学势必在内在的建构中

呈现出一种新的逻辑,那就是儒学要吸收佛教在

心性方面的长处,构建儒家式的形上理论,并将其

价值下贯至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以经世致用。
但是,要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获得天道性理方面的

价值,必须诉诸于类似宗教式的工夫修养。 由此,
工夫———效验问题为理学家所重视,而理学本身

也成为了一种含摄了宗教生活方式的新儒学。 这

样,儒学中即有了两个维度,一个是经世致用的总

目标,一个是体悟形上本质的大前提。 而宗教式

的工夫修养决定了新儒学在内圣外王之间的紧张

关系。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儒家内部出现了

两种有代表性的化解途径。 一种是陆九渊为代表

的以心即理,先立其大,后取其效验以开展外王之

用的进学思路。 一种则是朱熹采取的泛观博览,
格物穷理的思路,将产生外王效验的诉求建立在

内圣工夫的渐次深入之上。 这两种路径的出现,
都体现了儒家学者创造性地推动着儒学的进展。
理学家对这两种路径的争论,深刻地影响了理学

的发展,是宋明以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

征。 自然,正如朱、陆互相批评的那样,这两种思

路在化解理学内部紧张的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局

限。 朱熹理学容易走向繁琐,成为僵化的知识系

统,禁锢人们的创造性。 陆王心学要求先悟本体,
不能使内圣与外王协同并进,有脱离为两截的危

险。 明代中期,朱熹理学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冲击。
而阳明后学则逐渐走向了平民化道路,末后又偏

向了空疏。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明末清初的李颙

别具见识,倡“体用全学”,兼取程朱陆王,融摄尊

德性、道问学,辩证地肯定了前此诸先生对儒学发

展和人类安身立命所进行的思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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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overing” Meaning Verb
Under the Concept Field Vision

LI Yongc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Abstract: The “ covering” meaning verb refers to the verb whose core sememe shows the meaning of
“covering”. It mainly includes “meng”, “fu”, “gai”, “ci” and “shan”, which all have such semantic fea-
tures as [using tools]+[from top to bottom]+{making}[object]+[cover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
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vering” meaning verb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y combining synchronic analysis
with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attempting to use conceptual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fu” was the dominant
word of concept field of “cover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before, and “gai” was the one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ai” replaced “fu” completely in the Yuan Dynasty. “ci” had a relatively
short service life. It was only seen in the ancient times. “ shan” germinated in the Weijin Dynasties and Six
Dynasties. It was a colloquial word, whose use cases somewhat increased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still used in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covering” meaning verb; conceptual factor analysis; diachronic evolution; main word re-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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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 Culture of Neo-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red Effect
and Zhu’s-Lu’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LU Jinmi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Because Neo-Confucianism requires that the value of the heavenly way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personnel to ensure that the personnel activities have the quality of heavenly way, so Neo-Confucianism must
be based on the internal efforts of holiness through the noumenon, and carry out the cause of external kingli-
ness. However, the effort theory of Neo-Confucianism has absorbed a kind of religious way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in fact causes the tens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From the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of Zhu Xi and Lu Jiuyu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spond to this problem in different ways.
Zhu’s and Lu’s differences in the path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academic differences, but also re-
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realistic politics.
　 　 Key words: effort; desired effect;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ternal saint and external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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